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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噁英是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应引起重大公共卫生关注的10种化学品之一。作为一种典型的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它具有高毒、难降解、可生物累积、可远距离传输等特性。早在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

研究所就将它列为一种已知的人类致癌物。近年来，二噁英的内分泌干扰毒性及低剂量暴露下的长期健康影响

也得到更清楚的认识。

为什么要关注二噁英

垃圾焚烧与二噁英

      1977年，科学家第一次报道荷兰阿姆斯特丹某生活垃圾焚烧厂飞灰检出二噁英的问题，由此开启了全世界

[1 ]范围内对垃圾焚烧二噁英污染的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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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二噁英化学结构式

      2004年生效的联合国《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

摩公约》（以下简称《斯德哥尔摩公约》）要求包括中国在内

的缔约方采取行动，减少二噁英人为来源的排放总量，其目的

是持续减少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最终消除此类化学物质的污染。

      1985年，德国科研机构在一次实验中观察到实验焚烧

炉飞灰温度变化与二噁英水平存在某种规律性关系，即在

200摄氏度以下，二噁英的量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不变，

此 后 随 温 度 上 升 开 始 迅 速 增 加 ， 至300摄 氏 度 达 到 最 高

值，为初始水平的10倍。再往后，随温度继续升高，二噁

英产生量开始下降，至600摄氏度几乎完全消失。

图 2：广州某垃圾焚烧厂外观

图 3：降温过程中垃圾焚烧飞灰二噁英的生成规律



      接下来，学界逐步弄清了垃圾焚烧产生二噁英的化学反应机理，可概括为一种复杂的

异构化/氧氯化过程（Heterogeneous oxy-chlorination process），包含如下要素和

条件：

（1）未完全燃烧产物，如碳黑；（2）卤素，主要是氯，也可以是溴；（3）氧化气氛；

（4）催化剂，最佳者是铜盐。此外，学者还确认，在垃圾焚烧过程中，除了二噁英的生

成外，其他氯代化合物，如氯苯、氯酚、多氯联苯及氯代芳香烃也会一并产生，而且相

[2 ]关反应开始变得明显的温度也是200摄氏度。

      基于以上认识，科学家认为，垃圾焚烧厂二噁英减排工作的重点首先在于源头生成减

量技术的应用，包括：

（1）努力做到完全燃烧，以减少初始烟气、飞灰和锅炉沉积物中未完全燃烧产物的量；

（2）降低燃料床上方的烟气流动速度，阻止飞灰从床上溢出；

（3）锅炉应保持充分清洁，以防止飞灰在炉中沉积；

（4）除尘作业在低温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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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垃圾焚烧行业与二噁英有关的标准及要求

烟气二噁英

飞灰二噁英

[3 ]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 规定烟气中二噁英类物质的排放限值为 0.1ng-

TEQ/m³，并要求企业一年至少对烟气二噁英监测一次，环保部门一年至少开展一次监督性监测。

[4 ]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6889-2008 ) 规定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和医疗废物焚烧残渣

（包括飞灰、底渣）经固化和稳定化处理，二噁英含量（或等效毒性量）需低于 3ug/kg（3ppb），才可

以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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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二噁英

     2008年，三部委（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

[ 5 ]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发[2008]82号文） ，对垃圾焚烧厂周边环境二噁英监测做了如下要

求：

1、在垃圾焚烧电厂试运行前，需在厂址全年主导风向下风向最近敏感点及污染物最大落地浓度点附近各设1个监测点进

行大气中二噁英监测；在厂址区域主导风向的上、下风向各设1个土壤中二噁英监测点，下风向推荐选择在污染物浓度

最大落地带附近的种植土壤。

32、在国家尚未制定二噁英环境质量标准前，对二噁英环境质量影响的评价参照日本年均浓度标准（0.6 pg TEQ/m ）

评价。

3、在垃圾焚烧电厂投运后，每年至少要对烟气排放及上述现状监测布点处进行一次大气及土壤中二噁英监测，以便及

时了解掌握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及其周围环境二噁英的情况。

标准解读

烟气二噁英一年测 2 次，缺乏代表性 

监测要求有缺陷

1

图4  ：环发[2008]82号文的要求

土壤监测点-1

空气监测点-1

空气/土壤监测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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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国家标准的要求，烟气二噁英一年只用测 2 次，采样时间加起来约为 12 小时。通常，垃圾焚烧炉的年度运行时间约

为8000 小时，算下来采样监测的时间占总运行时间比例约为 0.15/100，显然不能代表全年的二噁英排放情况。

[6 ]     此外，烟气二噁英的采样检测大多是在“最佳工况”下实施的 ，所以更无代表性。而全年启停炉阶段的二噁英排放可

[7 ]达全年正常工况排放的70%以上，但是这部分排放并没有被统计在内 。

飞灰处置相关条例有空白 2
      虽然我国对于飞灰进入垃圾填埋场填埋有准入要求，包括含水率、二噁英和12项重金属三个方面，但对检测次数和监督

方式没有明确要求，实际造成每座焚烧厂对于飞灰的检测次数都不同。

[8 ]       芜湖生态中心 通过信息公开申请发现一些负有监督职责的环保部门并不完全掌握垃圾焚烧厂的飞灰监测数据，而接受

飞灰的填埋场同样不关心入场飞灰的检测数据，对于入场飞灰未起到有效监督职责。

     此外，《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对环保部门针对垃圾焚烧厂烟气开展监督性监测提出了相关

要求，却没有对飞灰监督性监测进行规定，也没有对垃圾焚烧厂开展飞灰自行监测提出要求。

烟气二噁英排放限值

标准无法保障安全

1
       欧盟除自2000年起就要求焚烧行业执行 0.1 ng TEQ/m³ 的排放限值。一些成员国为进一步减排二噁英，还会参照最佳

[9 ]可行技术的排放水平，即 0.01 ng TEQ/m³，来审批和监督新设施的运行。 然而，即使是 0.01 ng TEQ/m³，也无法保障

环境健康安全。

[10 ]       2012-2015年，荷兰一家名为 ToxicoWatch Foundation的公益组织 ， 对荷兰哈灵根（Harlingen）的 REC 焚烧

厂周边环境中的散养鸡蛋、草以及焚烧厂烟气中的二噁英（PCDD/Fs）和类二噁英多氯联苯（dl-PCBs）进行了采样和分

析，发现： 

焚烧厂半径 2 公里内所有11组散养鸡蛋样品

二 噁 英 含 量 均 高 于 基 于 生 物 检 测 方 法 （D R 

CALUX®）的行动限值 1.7 pg BEQ/g 脂

质，其中 8 组超过基于化学分析方法的法定

限值。并且，离焚烧厂越近，二噁英和类二

噁英多氯联苯的含量越高。

图5：散养鸡蛋二噁英生物分析当量结果（有 1 个黑点的是用化学分析法验证了的）



2014年在焚烧厂附近的草样中测得二噁英沉

积量较高，达到了1.2 pg TEQ/g。2015年，

67％的草样二噁英含量超过了欧盟规定的牛

饲 料 二 噁 英 的 最 高 限 值 （0 . 7 5 p g T E Q /

g）。焚烧厂附近的草样二噁英浓度是参照点

（距离焚烧厂1.5-11km）的 2-4 倍，参照点

没有一个超过 0.75  pg  TEQ/g。

2015年10月，28 天（672小时）的连续采样发现，哈灵根焚烧厂一系列事故导致了二噁英排放浓度达到了0.17 ng 

3 3 3TEQ/Nm ，超过了欧盟标准 0.1 ng  TEQ/Nm ，是地方许可标准（0.01 ng TEQ/Nm ）的 17 倍。

2
      目前我国关于飞灰二噁英污染控制的要求，是包含在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中的，这也反映出：“螯合固化+卫

生填埋”是最主流的飞灰处理技术。

      2005年，台湾正修科技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系的学者研究了台湾一座处置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和炉渣固化体的填埋场中

[11 ]二噁英类物质分布情况 ，结果发现：

即使送往填埋场的飞灰固化体符合污染控制标准要求，填埋场土壤也会被二噁英污染，且浓度比固化体还高（表层土和

深层土二噁英含量分别达到了飞灰固化体的 3.4 和 1.2 倍）。

填埋场表层土的二噁英最高值（2810 ng I-TEQ/kg）达到了台湾土壤管理标准（1000 ng I-TEQ/kg）的 2.8 倍，意味

着产生二次污染的风险较高。

填埋场监测井中地下水的平均浓度达到了背景浓度的 16 倍，经处理的填埋场渗滤液二噁英的平均浓度是河水背景浓度

的5倍，表明填埋场对于附近的水环境是一个潜在的二噁英排放源。

图7：土壤样品和固化体样品中 PCDD/Fs 异构体指纹特征图

（横坐标为不同种类的异构体，纵坐标为各异构体占 PCDD/Fs 

总 量 的 百 分 比 ， 四 幅 图 从 左 到 右 、 从 上 到 下 依 次 是 固 化 体

（solidified monolith）、填埋场表层土（surface soil of the 

landfill site）、填埋场深层土（inner soil of the landfill 

site）和城市土壤（urban soil）的指纹特征图。）

研究个案虽然不能代表行业全貌，却提示了一种严

重问题存在的可能性：目前行业流行、政策认可的

“飞灰安全处理”，也许只是设置了另一种显著的二

噁英环境排放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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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014年和2015年，哈灵根焚烧厂附近的草样二噁英累积浓度

飞灰处置标准



标准执行情况堪忧

[8 ]      根据芜湖生态中心的调查 ，2017年全国在运行的 359 座垃圾焚烧厂中，仅可获取 112 座的烟气二噁

英自行监测数据，以及 50 座的烟气二噁英监督性监测数据。

      二噁英监测信息不公开，公众就可能会怀疑企业和环保部门没有对烟气二噁英进行监测，或者监测结果

不达标。而部分公开的信息则表明烟气二噁英超标事件时有发生。例如：湖州南太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017年8月国控污染源监督性监测二噁英超标三次；诸暨八方热电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第四季度第六次监

督性监测数据二噁英超标一次；2018年7月，泰州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因为原环保部二噁英监督性监

测超标被罚款100万。

[ 8 ]    2017年11月， 芜湖生态中心 针对104座非在线垃圾焚烧厂， 向环保部门申请从2016 年第三季度至

2017年第一季度的飞灰监督性监测报告，仅获得4座垃圾焚烧厂的数据信息。

[8 ]     2018年5月，芜湖生态中心 通过观察各省市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平台、环保局官网、企业官网发现，

全国仅22座垃圾焚烧厂主动公开了飞灰监测报告和去处信息。

[12 ]      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深圳零废弃 依据《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

作的通知》（环发[2008]82号文），先后向 135 座生活垃圾焚烧厂的属地环保部门，提交了焚烧厂试运行

前和运行后每年周围大气与土壤环境二噁英监测信息公开申请书。在得到属地环保部门有效信息公开申请

答复的 121 座在运行垃圾焚烧厂中：

全部或部分公开环境二噁英监测信息的只有 33 座，比例仅为27.3%。

被公开的环境二噁英信息完整度不足四成。

综合信息公开的完整度和有信息公开的焚烧厂数量比例两因素，121 座焚烧厂环境二噁英监测信息的总

体公开程度仅有 10%。

图8 ：环境二噁英信息公开情况

烟气二噁英

环境二噁英

飞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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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座有环境二噁英监测信息公开的焚烧厂中，仅有 1 座能按要求每年在同一监测点进行监测。

有 6 座在运行期间出现过环境空气二噁英监测浓度超过法规目前参考的日本年均浓度标准（0.6pg 

3TEQ/m ）的情况。

图9：按要求监测的比例，超标情况

垃圾焚烧二噁英谣言

焚烧1000吨垃圾排放的二噁英比3辆车的尾气/一堆树叶排放还少？

焚烧1吨垃圾还不如抽1根烟？

3      首先，假设所有垃圾焚烧厂的二噁英排放都能达到国标要求，也就是0.1 ng TEQ/m 。然后，根据联合

[ 1 3 ]国环境规划署《二噁英和呋喃排放识别和量化标准工具包》（2012年） 给出的垃圾焚烧（最佳情况）、

[ 1 4 ]林木燃烧、四冲程发动机（最差情况）的排放因子，以及科学文献给出的香烟二噁英排放因子 ，计算可

得：

     1000吨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跟500吨树叶差不多；

     1000吨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是3辆轿车连续跑一整天尾气排放的631倍；

     焚烧1吨垃圾产生的二噁英相当于135135 根香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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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是二噁英“削减器”？

     有些文献提到“垃圾焚烧实际上会减少二噁英的量”。事实上，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焚烧厂，甚至同一

焚烧厂不同运行时段的二噁英输入、输出水平会很不一样，净输出量可能为“正”，可能为“负”。

法国研究

[15 ]       法国环境部 对 8 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和 2 座危险废物焚烧厂所做的调查结果：不同焚烧厂二噁英排放强度可相差 10-

1000 倍。

图10：法国 8 座生活焚烧厂和 2 座危废焚烧厂二噁英输出值

西班牙研究：10次采样仅2次“削减”

[16 ]      西班牙学者E.·阿巴德（E.Abad） 等曾在1998至1999年间对西班牙一座经现代化改造的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厂（名为

“SIRUSA”）进行过 8 次采样研究，发现仅有一次二噁英净输出量为负，说明在多数情况下，该垃圾焚烧厂可能是二噁

英的净产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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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进一步考察唯一一次二噁英净输出量为负的具体数据，可以发现当时焚烧厂处理的生活垃圾平均二噁英含量高达 

64.15 ng TEQ/kg，比其他时段采样结果高出近 10 倍以上（最高平均含量水平不超过 7.09 ng TEQ/kg），说明可能存

在一些受到二噁英明显污染的特殊垃圾，与平常状态有所不同。

图11：西班牙 SIRUSA 焚烧厂 8 次采样研究（2002年）

中国研究

[17 ]      华南理工大学和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三位学者 通过对我国南方某“现代化”大型垃圾焚烧厂的二噁英物质平

衡问题研究之后，发现该焚烧厂输出的二噁英总量（7.62 g I-TEQ/yr）要大于输入总量（5.38 g I-TEQ/yr），即净输出

量为“正”，增幅为 41.6%。

图12 ：华南理工大学和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结果

         综合以上信息，“垃圾焚烧是二噁英‘削减器‘“的论断，显然是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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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也会产生二噁英，垃圾焚烧排放的无需担心？

       1990 年代，美国联邦环保署就指出， 二噁英确实可以经由自然燃烧而形成， 但自然燃烧对环境中的二噁英浓度的贡

献“或许并不重要”，因为多种证据，如湖底沉积物、木乃伊、古代冻尸的采样检测都表明，20世纪40年代以前二噁英的

存在微乎其微，而在40年代左右才开始持续增加，出现很高的浓度，这一变化正好与石油化工业的产生并迅猛发展在时间

段上是吻合的。另外，一些森林大火测得较高浓度的二噁英排放其实很可能是因为原本就受到了严重的二噁英污染，如氯

[18 ]代苯氧基农药的喷洒和二噁英空气沉降。

图13 ：2004年二噁英排放量估算清单-废弃物焚烧类

      参考我国政府2007年公布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以下简称《国家实施计

划》）中的二噁英排放清单（2004年数据），纳入统计的二噁英排放源共有 9 大类、94 种，2004年排放总量为 10236.8 

g TEQ。森林火灾和草原火灾是其中可视作“自然源”的两种排放源（尽管失火很可能有人为的原因），排放总量分别为 

29.5 g TEQ 和 0.56 g TEQ，合计 30.06 g TEQ，占所有源排放总量仅 0.29%。同年，生活垃圾焚烧行业二噁英排放总量

[19 ] 为 338 g TEQ，是自然源排放总量的 11.24 倍。

       在2007年《国家实施计划》中，中央政府还明确了一批“优先控制的二噁英重点排放源”（简称“重点行业”），生活

垃圾焚烧位列其中，因为它完全符合三项选定标准，即“有增长趋势”、”有BAT/BEP（最佳可行技术/最佳环境实践）导

则”、以及“风险相对高”。

       2009年，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和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院的三位专家根据最新研究出来的二噁英排放因子和政府

[20 ]统计数据，估算出2007年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厂的二噁英总排放量为 608.36 克TEQ。

       近期一项研究显示，2013年全国生活垃圾焚烧二噁英排放量为 555 g TEQ，虽然较2009年城建院专家的估算低一些，

但仍然比2004年的数据高出64.2%，说明“具有增长趋势”这一重点行业选定标准对生活垃圾焚烧仍然适用。

二噁英呼吸途径摄入不足 1%, 可考虑建在城市区域？

    2013年4月至2014年1月，和2014年4月至2015年1月，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和国家环境保护二噁英污染控制重点实

[21 ] [22 ]验室的几位研究人员两度对北京市某生活垃圾焚烧厂周边环境空气中二噁英污染状况监测分析。



图14 ：2013-2014的监测中，秋季 1 个采样点和冬季全部采样点二噁英毒性当量超出日本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限值。

图15 ：2014-2015的监测中，秋季霾天 4 个采样点和冬季全部采样点超出日本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限值

[5 ]      对照环发[2008]82号文 的要求，两次监测都发现雾霾天和冬季大气二噁英浓度超出环评应参考的环境空气浓度限值 

0.6 pg TEQ/m³，且冬季儿童的二噁英呼吸暴露贡献率超过了 “每日可耐受摄入量 10%”的负荷分摊比例，具体暴露水

平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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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呼吸暴露风险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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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而近期，欧洲食品安全局 的二噁英风险评估报告建议：青少年和成人的二噁英每日暴露量应低于 0.25 pg TEQ/kg  

体重/天，远远低于当前世卫组织建议的1-4 pg TEQ/kg 体重/天的标准。

   如果参考欧洲食品安全局建议的安全限值，上文中北京某焚烧厂周边所有人群的环境呼吸暴露风险全年都超过了 10%

（0.025 pg TEQ/kg 体重/天） 的负荷分摊，甚至在冬季，儿童仅呼吸摄入的二噁英就已经超过了这一限值。

       因此，从二噁英风险控制角度出发，呼吸摄入虽然相比膳食占比较低，但如果摄入总量较高的话，同样是不安全的。

所以，若以呼吸摄入占比低为由，主张二噁英排放源可建在人口密集的区域并不合适。

多个大城市环境二噁英浓度持续偏高，新建焚烧厂需三思

      我国大城市环境空气二噁英偏高的情况并非个案。如下图所示，科研论文中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四城市所

监测到的环境空气二噁英浓度平均值，已与我国环评参考标准限值处在同一数量级，部分数据已经逼近限值。与

日本同期相比，这些城市环境二噁英浓度普遍高出一个数量级，并大多超过了日本埼玉县设置的目标控制限值，

即 0.3 pg TEQ/m³。这一情况显示，不论具体来源如何，偏高的环境空气二噁英浓度一定会显著增加城市居民经

呼吸摄入的风险。

图片来源：笔触媒环境科学工作室

垃圾分类与垃圾焚烧二噁英排放无直接关系？

     有文献指出，日本垃圾分类效果优于德国，远优于美国，但垃圾焚烧二噁英因子却远高于德国和美国，说明垃圾焚烧

二噁英排放与分类效果好坏并无直接关系。



[24]浙江大学对杭州一座焚烧厂的研究（2008年）

3经分类垃圾焚烧烟气在进入净化设施前测得的二噁英总量约为 73.80 ng/Nm ，明显低于混合垃圾焚烧的水平

3(132.99 ng/Nm ）。

在排放浓度相近的情况下，由于经分类垃圾焚烧烟气在净化前的二噁英浓度显著低于混合垃圾焚烧烟气，所以净化过

程所需的活性炭的量减少了 20%。

同等运行水平和烟气净化条件下，经分类垃圾焚烧产生的飞灰二噁英毒性当量浓度为 0.27 ng I-TEQ/g，显著低于混

合垃圾焚烧的水平 0.36 ng I-TEQ/g。

虽然上述研究并不能得出行业整体性结论，但仍弥足珍贵。它至少清楚地提示：即便在垃圾分类、分流不充分，厨余垃

圾仅仅得到脱水处理的情况下，入炉燃料因一定的热值提高及含氯成分减少，就足以显著降低焚烧二噁英排放风险。

图17 ：经分类垃圾和混合垃圾焚烧二噁英控制效果对比

国际公约：垃圾分类是焚烧二噁英减排的最佳技术和实践

[ 2 5 ]《斯德哥尔摩公约》的《BAT/BEP导则》 建议采取如下“替代措施”以有效减少生活垃圾处理过程二噁英等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排放：

13 解毒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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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零废物管理策略，通过立法和经济手段来消除废物产生；

2. 废物减量化，源头分离和回收来减少需进行最终处理的废物体积；

3. 堆肥，通过生物分解来减少废物体积；

4. 机械生物处理，通过机械和生物处理方法来减少废物体积，产生残留物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5. 高温熔化，使用热处理方法来减少废物体积，产生残留物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6. 特殊建造的填埋场，容纳并隔离废物（有效收集和燃烧产生的甲烷可以回收能量，若不能实现能量回收时要将甲烷气燃烧

掉）

以上六条“替代措施”，前四条显然都和垃圾分类有关。

日本垃圾焚烧二噁英排放高可能就是因为分类不够好

     日本的垃圾分类整体而言是“抓小放大”，因为全国只有 18.7% 的生活垃圾得到循环利用，精细分类的效果实际只局限

[26 ]在不足两成的范围内，剩余部分则是以混合垃圾的形式被焚烧或填埋掉了，前者占比 80.2%，后者占比 1.1%。 造成这种

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各地的垃圾分类方案基本将占垃圾总量 3 成以上的厨余垃圾视作可燃物进行焚烧，循环利用率

[27 ]不足 7%。

   反观德国，近年来生活垃圾的循环利用率一直保持在 65% 左右（堆肥部分达到 15% 以上），混合垃圾的焚烧仅为 35%，

[ 2 8 ]填埋为 1%。 也就是说，德国的垃圾分类虽然看上去没有日本做得那么精细，但由于抓住了“干湿分开”这个主要矛盾，

减少了混合垃圾中的厨余部分，实际效果更好。

     日本垃圾焚烧的二噁英排放因子高于德国或许还有监管运营方面的问题 。 但从前文探讨过的垃圾分类与焚烧二噁英排放

的紧密关系，我们应考虑“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这个因素的影响。

图18 ：日本垃圾处理比例



     40多年以来，垃圾焚烧一直摆脱不了二噁英的纠缠。虽然焚烧行业的二噁英污染防治水平一直在进步，但人们对排

放水平、控制技术以及环境健康风险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中。如此背景下，垃圾焚烧的二噁英污染风险迟迟无

法到达可以高枕无忧的境地。相比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垃圾焚烧的运行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这更让我们不能对

其二噁英污染问题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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